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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广州市 2005 年 641 个表层农业土壤样点数据，使用地统计学和多尺度嵌套模型，探讨了土壤 Cd

和 Pb在多粒度尺度上的空间结构并进行插值估计。研究发现，随着空间粒度由粗到细，土壤 Cd和 Pb空间相关性依

次减弱，半方差函数对重金属空间变异的代表性依次增强。多尺度嵌套模型插值效果略优于单尺度的普通克里格法，

前者插值结果显示：广州农业土壤 Cd 和 Pb 含量普遍未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Cd 超标区主要位于中心城

区的菜地，少量位于从化区、南沙区以及花都区与白云区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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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活动加剧，我国农业土壤尤其重金属污

染问题突出，由此引发的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问题引

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1–3]。国内外学者对农业土壤重

金属污染现状、分布和来源展开了大量研究[4–8]。 

土壤是一个不均匀且高度空间异质性的复杂体，

土壤重金属随空间变化而异，地理信息系统和地统计

学的发展为揭示区域尺度土壤重金属分布与累积的

空间结构提供了便利[7–8]。许多学者对不同区域土壤

重金属空间结构的研究，均表明地统计的方法优于经

典统计学方法[9]。土壤重金属的空间结构具有尺度依

赖性[10–11]，多尺度研究成为未来发展趋势。有研究发

现多尺度嵌套模型的插值效果优于单尺度的普通克

里格插值，但该方法在土壤重金属研究中尚未得到广

泛应用[12–14]。 

土壤中Cd和 Pb的来源均易受人类活动的影响[5]，

两者对人体健康具有显著的毒副作用。Cd 会抑制人

体生长，引发高血压、骨质疏松等疾病；Pb 会损伤

人的中枢神经系，抑制人的骨骼发育，对儿童的健康

影响尤为严重。近几十年来，广州市城市化、工业化

和农业集约化快速发展，剧烈的人类活动导致大量重

金属进入到土壤中。研究发现，广州市土壤重金属总

超标率为 59.7%，农业土壤 Cd污染严重[15–16]。鉴于

此，本研究以广州市农业土壤 Cd 和 Pb 为例，使用

地统计学方法和多尺度嵌套模型，来回答 3个研究问

题：①不同粒度尺度土壤重金属空间变异结构有何差

异？②多尺度嵌套模型和单尺度方法，哪个能更好地

揭示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特征？③广州市农业土壤

重金属分布的空间变异如何？研究以期为广州市土

壤重金属污染评价和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广州市(112°57′ ~ 114°03′E，22°26′ ~ 23°56′N)位

于广东省中南部，包括 11 个辖区，属南亚热带季

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0 ~ 22℃，年平均降水量    

1 696.5 mm[17]。全市总面积 7 434.4 km²，2005年土

地总面积为 7 286.55 km²，其中农用地(主要为耕地、

园地、林地)约占 73.16%[18]。研究区土壤主要是赤

红壤和水稻土[19]，成土母质主要为花岗岩和浅海沉

积物[20]。 

1.2  数据来源及尺度划分 

根据广州市土壤类型、农业用地类型和布局，于

2005 年前后共采集 2 批表层(0 ~ 20 cm)土壤样点数

据。第一批数据按照均匀布点原则，共采集 34 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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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图 1A)。第二批数据，在第一批数据基础上，重

点考虑耕地(菜地、水田和旱地)加密采集 607个样点，

两次共采集 641个农业土壤样点(耕地：551；园地：

80，林地：10)(图 1C)。每个土壤样点采取多点采样

混合法，在一定面积内采集 10 ~ 15个样点均匀混合，

用四分法留取 1 kg装入布袋带到实验室分析，参照文

献[21]。土壤重金属分析方法详见参考文献[22–23]，简

要地说，土壤样品首先进行室内风干、磨碎和过筛，

然后使用氢氟酸–高氯酸–盐酸–硝酸(4︰2︰1︰1)全

消解法处理，最后用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测定

Pb和 Cd含量。本文的两批重金属含量数据直接由广

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所提供。  

 

图 1  粗(A)、中(B)、细(C)粒度尺度土壤样点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soil samples at the coarse(A), medium (B) and fine (C) grained scales 

 

尺度常以空间和时间维度的粒度(grain)和幅度

(extent)来表征[24]。本研究主要考虑的是空间维度的

粒度尺度。以不同取样密度来表征空间粒度变化，

划分为粗(样点数 34个，采样密度 0.006个/km2)、

中(336个；0.063个/km2)和细(641个；0.125个/km2) 

3 个粒度尺度(图 1)。由于只有两个批次的土壤样点

数据，所以从总样本(N = 641)中随机抽取 336个作为

中粒度尺度的样本。 

1.3  多尺度嵌套模型及模型检验 

半方差函数是空间结构分析和最优化模拟的主

要工具。多尺度嵌套模型是对不同尺度上表征变量空

间变异的理论半方差模型进行套合，形式上可用不同

尺度的半方差函数之和来表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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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r h 为嵌套模型的块金方差，用细粒度尺度

的块金值来表征；  ir h 为不同尺度上表现出来的空

间结构性，用理论半方差函数模型来表征。采用 I

值检验法[26]来检验模型的最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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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 为样点土壤特征变量实测值，Z*是对应实测

点克里格估计值，S*是相应克里格估计标准差，P为

经验性参数。I 值越小，表明理论半方差函数模型对

变量空间结构的代表性越好。 

通过插值过程产生的交叉验证表，使用平均绝对

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MAE)、均方误差(mean 

squared error，MSE)和相对误差进行插值精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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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误差=(Z–Z*) / Z×100  (6) 

式中：Z 为样点土壤特征变量实测值，Z*是对应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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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格估计值，N为样点数。 

1.4  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 

使用 SPSS 20.0 软件的 Shapiro-Wilk(N<50)或

Kolmogorov-Smirnov 法(N>50)检验土壤 Cd 和 Pb 含

量数据在 0.05 水平是否满足正态分布。使用 GS+9

软件对数据进行半方差分析，选择最优化模型参数。

在 ArcGIS 9.3 的地统计模块下，分别使用普通克里

格法和多尺度嵌套模型进行单尺度和多尺度空间插

值，在插值之前采取对数转换法对不满足正态分布的

数据进行转换。 

2  结果与讨论 

2.1  农业土壤镉和铅的多尺度空间变异特征 

表 1 为不同粒度尺度土壤 Cd 和 Pb 含量拟合的

最优半方差函数模型参数。土壤 Cd 和 Pb 粗粒度尺

度的空间变异以高斯或球状模型拟合效果最佳，能解

释 83.2% ~ 87.9% 的土壤重金属空间变异。而中和细

粒度尺度的最佳模型均分别是指数和球状模型，能解

释 94.2% ~ 96.3% 的 Cd或 39.1% ~ 66.3% 的 Pb空 

间变异。块金值(C0)表示由随机因素(实验误差和小于

实际取样尺度)引起的空间变异，基台值(C0+C)表示

系统总空间变异，而 C0与 C0+C 的比值是随机部分

引起的空间变异占总系统变异的比例，比值越高代表

随机因素对总空间变异的贡献越大，反之结构性因素

(空间自相关)的贡献则越大，根据其比值大小可划分

为 3种空间相关程度：强(<25%)、中等(25% ~ 75%)

和弱(>75%)[27–28]。表 1 显示，随着空间粒度从粗到

细，C0 依次增大，表明随机因素引起的空间变异性

程度依次增大。C0/(C0+C) 显示，土壤 Cd 在粗粒度

尺度上空间相关性很强，其空间变异主要由结构性因

素引起，而 Cd 和 Pb 在多尺度上空间相关性多为中

等，空间变异更多是由随机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共同引

起。随着空间粒度增大，粗粒度尺度上结构性因素引

起的空间变异逐渐凸显，逐渐掩盖了细粒度尺度随机

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引起的空间变异。此外，最优化 I

值呈现出：粗粒度>中粒度>细粒度>多尺度，表明单

尺度上细粒度对土壤 Cd 和 Pb 空间变异的代表性最

强，但小于多尺度嵌套模型。 

表 1  各尺度上半方差拟合函数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semi-variance functions at different scales 

重金属 尺度 样本数 模型 块金值 C0 基台值 C0+C C0/(C0+C) 
(%) 

变程 
(km) 

R2 残差 
RSS 

I值 

粗 34 高斯 0.001 0 1.603 0 0.06 20.96 0.832 5.03×10–1 0.040 3 

中 336 指数 0.202 0 0.736 0 27.45 35.10 0.963 7.79×10–3 0.022 5 

细 641 球状 0.313 0 0.636 0 49.21 34.00 0.942 7.05×10–3 0.017 5 

Cd 

多尺度嵌套模型        –0.090 6

粗 34 球状 0.001 0 0.388 0 0.26 33.50 0.879 1.53×10–2 608.92 

中 336 指数 0.108 2 0.285 4 37.91 18.60 0.391 1.85×10–2 569.68 

细 641 指数 0.105 8 0.272 6 38.81 22.80 0.663 6.50×10–3 560.88 

Pb 

多尺度嵌套模型        234.32 

 
2.2  多尺度嵌套模型及模型精度检验 

基于不同尺度土壤重金属的空间结构，多尺度嵌

套模型的块金值为细粒度尺度上不能表征的空间变

异，Cd、Pb在细粒度尺度上的块金值分别为 0.313 0、

0.105 8；结构方差为各尺度结构方差的加和，得到农

业土壤 Cd和 Pb的半方差函数多尺度嵌套模型如下： 

Cd(h)=0.313 0Nugget+0.323 0Spherical(34 000)+ 
0.534 0Exponential(35 100)+1.602 0Gaussian(20 960)  (7) 

Pb(h)=0.105 8Nugget+0.166 8Exponential(22 800)+ 
0.177 2Exponential(18 600)+0.387 0Spherical(33500) 

(8) 
式中，Cd(h)和Pb(h) 分别表示 Cd和 Pb的半方差函数

多尺度嵌套模型；Nugget表示半方差函数的块金值。 

表 2、图 2和图 3显示单尺度(细粒度)与多尺度

嵌套模型插值结果。两种插值结果的均值与实测值差

别不大，但最小值都大于实测值，而最大值、标准差

和变异系数均小于实测值(表 2)，说明插值结果对数

据具有“压缩”作用，这主要源于克里格插值方法的

“平滑效应”减小了数据的变异性[29]。从土壤样点的

插值结果范围(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来

看，多尺度嵌套模型对数据的“压缩”作用明显小于

单尺度方法，能更大范围地保存数据的信息。插值交

叉检验结果显示：土壤 Cd 多尺度嵌套模型插值的

MAE 和 MSE 与细粒度无显著差异(ANOVA 分析；  

P < 0.05)，但显著小于粗粒度和中粒度尺度，表明细

粒度尺度和多尺度嵌套模型的插值效果更好，而 Pb

插值的 MAE 和 MSE 在各尺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图 2)。从相对误差的频率分布图来看(图 3)，土壤

Cd 和 Pb 不同尺度上相同误差率(如≤35%)的样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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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呈现：细粒度>多尺度＞中粒度>粗粒度，前 3 个

尺度的插值正确率差别不大，但明显好于粗粒度尺

度。整体来看，细粒度尺度的插值精度明显优于中和

粗粒度尺度，但与多尺度嵌套模型差别不大，这与前

人“多尺度模型插值精度明显高于单尺度方法”的结

论略有不同[12–13]。这一方面可能源于粗粒度尺度样

本太少，对变量空间变异的代表性差，影响了多尺度

嵌套模型的整体精度。另一方面，研究区非农用地尤

其是城市用地的存在，可能会干扰农业土壤重金属空

间分异的连续性。 

表 2  重金属含量实测值与估计值统计结果(mg/kg) 
Table 2  Statistical values of measured and estimated heavy metals concentrations 

重金属 数据源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变差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实测值 0.156 1 0.004 1 1.280 0 1.275 9 0.142 4 91.23 

单尺度方法 0.154 1 0.057 1 0.405 0 0.347 9 0.057 9 37.57 

Cd 

多尺度嵌套模型法 0.181 1 0.028 6 1.025 9 0.997 3 0.111 1 61.35 

实测值 49.14 8.40 284.00 275.60 27.89 56.76 

单尺度方法 50.75 16.64 140.79 124.15 16.83 33.16 

Pb 

多尺度嵌套模型法 54.76 13.44 181.61 168.17 22.06 40.28 

 

(图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达到 P<0.05显著水平) 

图 2  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土壤 Cd(A)和 Pb(B)空间插值精度在不同尺度上的差异(MAE、MSE)  
Fig. 2  One-way ANOVA test for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scales in interpolation precision by MAE and MSE  

 

图 3  不同尺度上土壤 Cd(A)和 Pb(B)估计误差的累积频率分布图 
Fig. 3  Accumulativ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curves of estimated errors by interpolation at multiples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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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壤重金属含量空间结构特征 

图 4 是基于多尺度嵌套模型插值得到的广州市

农业土壤 Cd 和 Pb 含量空间分布图。全市农业土壤

Cd含量普遍高于广东省土壤背景值[30](0.056 mg/kg)，

并且 7.64% 的区域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

(GB15618-1995)[31](0.3 mg/kg)，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天

河区、黄浦区和海珠区)周边菜地，少量位于从化区、

南沙区以及花都区与白云区交界(图 4A)。虽然研究

区有 89% 的农业土壤 Pb 含量高于广东省土壤背景

值[30](36 mg/kg)，但均未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

标准(250 mg/kg)(图 4B)。 

土壤重金属的输入途径多样，Luo等[32]对中国农

业土壤重金属输入作了全面综述，不同输入途径对不 

同土壤重金属污染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大气沉降

(43% ~ 85% 的年输入总量)>畜禽粪便(8% ~ 36%)>

化肥(5% ~ 30%)(As、Pb、Cr、Ni和 Hg)，或畜禽粪

便(55%) >大气沉降(35%) >化肥(8%)(Cd)。总体来说，

大气沉降、畜禽粪便和化肥施用量是农业土壤重金属

污染的三大致因。由于广州市中心城区工厂多迁到郊

区，结合 Cd 的污染特点，中心城区农业土壤 Cd 污

染更多可能与高交通活动引起的汽油、发动机和轮胎

等燃烧或磨损释放的大气污染物沉降有关。此外，广

州市农业土壤采样点多位于菜地(图 1)，中心城区农

业土壤Cd污染也可能与污水灌溉[33–34]以及菜地长期

过量施用化肥或有机肥尤其是 Cd含量较高的磷肥有

关[35–36]。 

 

图 4  基于多尺度嵌套模型的土壤重金属含量空间分布图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s of heavy metal contents interpolated by multi-scale nested model 

 

3  结论 

1) 农业土壤 Cd和 Pb含量的空间变异具有尺度

依赖性。随着空间粒度由粗到细，农业土壤 Cd和 Pb

空间相关性依次减弱，细粒度尺度随机因素和结构性

因素引起的空间变异逐渐被粗粒度尺度上结构性因

素引起的空间变异所掩盖；半方差函数模型对土壤重

金属空间变异性的代表性依次增强。 

2) 多尺度嵌套模型较单尺度的普通克里格插

值，更能充分地挖掘和利用土壤 Cd 和 Pb 的空间变

异结构，插值精度明显优于粗粒度和中粒度尺度，但

与细粒度尺度相当。 

3) 多尺度嵌套模型插值结果显示，广州市农业

土壤 Cd 和 Pb 含量普遍高于广东省土壤背景值，但

多数未超过国家土壤质量二级标准，Cd 污染区主要

位于中心城区，可能与交通活动释放、污水灌溉和过

量施肥有关，少量位于从化区、南沙区以及花都区与

白云区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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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cale Spatial Structure of Cd and Pb in Agricultural  
Soils in Guangzhou 

HUANG Yin-hua1, 2, 3, LI Cheng3, LI Fang-bai3, CHENG Jiong3, WU Zhi-feng1, 3*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Guangdong Guodi Institut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Guangzhou  510075, China; 3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Pollution Integrated Control, Guangdong In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al and Soi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50, China) 

 

Abstract: Using agricultural topsoil samples from 641 sites in Guangzhou collected in 2005 and methods of geo-statistics 

and multi-scale nested model, we characterized the scale effect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heavy metals of Cd and Pb in agricultural 

soils on three scales and projected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patial dependence decreased from 

coarser to fine grained scales, while the representation of semivariance improved increase with changing scales correspondingly. 

The spatial interpolation accuracy of Cd and Pb using the multi-scale nested model was in totally higher than that using the 

ordinary Kriging at a single scale. The multi-scale nested model estimated that the majority of agricultural soils in Guangzhou 

were uncontaminated compared with the Grade Ⅱ national standard for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 in agricultural soils, of which 

7.64% were polluted by Cd primarily located in vegetable fields near the most densely populated area (i.e. city center) and 

probably due to traffic activities,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sewage irrigatio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oil; Heavy metal; Multi-scale; Spatial structure; Guangzhou 

 

 


